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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科技时代的伦理及其教育尝试

章  乐 *

［摘　要］  现代科学突出的实践与应用特性、现代技术的“自进步”与封闭性以及现代科技赋予

人类前所未有的力量，使得过去的伦理学面临着种种挑战，人们亟需一种新型的伦理。对于此，人们提

出了责任伦理，这是一种整体性、远距离、自我限制的伦理。忧惧启示法是责任伦理实现的重要方法，

在教育中使用它的目的在于培养人们的整体、未来意识和节制精神。对于此目的的实现，忧惧启示法

提出了两个紧密相连的教育任务：其一，引导人们想象技术行动的长远后果；其二，激发一种适合于这

种想象的图景的恐惧情感。然而，恐惧毕竟是一种消极的情绪，在教育中使用忧惧启示法是有限度的：

第一是恐惧的限度，即教育中所引发的恐惧要适度；第二是年龄的限度，即不能让年幼的儿童感到恐

惧；第三是其自身的限度，即在教育中不排斥其他方法的使用。

［关键词］  责任伦理；忧惧启示法；科技时代；教育尝试

一、 现代科技的发展与伦理困境的显现

（一）  现代科学突出的实践与应用特性呼唤新型的伦理

科学并不是现代社会特有的产物，不过现代科学与古代科学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古代，科学往

往是纯粹理论知识的探讨，它与活动领域是明显分离的，因此被看作求知者的私善，相关的技术发明

也被看作私人的爱好。当科学研究形成了某种新的观念时，即便它流传再广，至多具有劝说力而非强

制力。因此，古代科技较少涉及道德的评价，它为自己构造了一座道德孤岛。然而，现代科学却呈现

出理论与实践融合的趋势，特别是自然科学在结构上具有与古代科学截然不同的特点，它不仅含有纯

思辨的理论知识，而且也包含有目的的实际行动，或者说它具有了实践的性质。这种融合要求现代科

学必须接受道德规范的制约。约纳斯指出，“不仅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界限成了不确定的，而且现在两者

在研究者的内心深处彼此融合，以至于不再有什么‘纯粹的理论’之古老辩护，伴随这种古老的辩护，

曾经作为其保障的道德的豁免权也宣告终结”。a

* 教育学博士，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副教授，210097。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教育学青年课题“风险社会的道德教育”（CEA140167）阶段研究成果。

a［德］汉斯·约纳斯：《技术、医学与伦理学——责任原理的实践》，张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 70—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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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现代科学的实践性而来是其应用性也越来越突出。如果说科学研究本身是价值中立的，那

么这一说法只适用于古代科学，而不适用于现代科学。因为，从组织方式看，古代科学研究并不是一

种职业，而是有钱人资助的私人活动。但是，现代科学已经从以前的私人小型研究逐步发展成为计划

严密、分工精致的大型研究。现代科学所需要的经济资助的数量和来源都决定了现代科学再也无法将

纯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分开了。从这个意义上看，现代科学的发展更多是受外部利益而非科学本身所

决定，纯粹“漠然的”理论的辩护已经不攻自破了。从研究方法看，现代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是伴随

着这样一个决定出现的：“通过积极干预自然，进而干预认识对象，迫使自然具有其真理。这种干预就

叫‘实验’，它已经成了现代自然科学的一个生命要素”a。因此，“‘今天在自然科学中几乎处处都发生

着理论与应用兴趣的不可分割的交融’。人们经常发现，在纯粹的基础理论研究中会出现令人惊异的

应用上的特征，相反地，在应用研究的范围内则发生了理论上的突破”b。面对现代科学所呈现的实践

和应用特性，科学研究再也找不到任何借口来逃避道德的约束了，所以，人们亟需建构一种新型的伦

理来应对现代科学的新特性。

（二）  现代技术的“自进步”与封闭性亟需新型伦理

现代科学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凸显，而现代技术又具备了不断“进步”的无限动力，并摆脱了“应

该”束缚。现代技术往往将其的恶行和罪过定义为自己（发展）不充分的结果，将由此导致的“问题”

定义为需要更多自身：技术产生的“问题”越多，需要的技术就越多。约纳斯指出，在过去，一个现行

的工具和操作方法清单通常相当固定，并且倾向于在被认可的目的和恰当手段之间达成一种静态的平

衡c。然而，现代技术却不是这种画面：其一，现代技术绝不会为了在手段与预定目标的符合中达到平

衡而努力，相反却是要打破平衡，寻求更大的进步。其二，手段与目标间的关系已不再是单向度的直

线关系，而是辩证的循环关系，即手段引发新的目标，目标激发新的手段。其三，“进步”不是现代技术

的一个意识形态的装饰，也不是如我们所愿的一种选择，而是一种超越了我们自由意志的内在动力d。

其四，“并非只有当技术恶意地滥用，即滥用于恶的意图时，即便当它被善意地用到它本来的和最合法

的目的时，技术仍有其危险的、能够长期起决定作用的一面……危险与其说在于放弃，不如说在于成

功”e。所以，昆指出，“技术上最伟大的胜利与最大的灾难几乎并列”f。

韦伯曾告诉我们，由技术召唤出的世界是一个“祛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没有“目的”、“意

图”、“目的地”，“是什么”拥有了对“应当是什么”的权威性。在这种条件下，设定目的的权力就能自

由地转让给当前使事情发生的能力；如果某件事能够做，那么就没有权威人士有权禁止它的发生g。

因此，现代技术的进步不再需要合法性，或者更精确一点说，它自身就具有合法性。“能做什么就做什

么！这就是全部！”h。当现代技术成为一个“自进步”的封闭系统时，人们就不得不承担起一种新的伦

理责任。因为，伴随技术的每一次进步，我们的权力往往会实体化为一种自我行动的力量，我们会使

权力的实施者荒谬地屈从于权力。因此，“为了人类的自律、尊严，我们必须采取非技术学的方式控制

现代技术的飞速发展”i。

a［德］汉斯·约纳斯：《技术、医学与伦理学——责任原理的实践》，第 73页。
b甘绍平：《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 110—111页。
c［德］汉斯·约纳斯：《技术、医学与伦理学——责任原理的实践》，第 2—3页。
d［德］汉斯·约纳斯：《技术、医学与伦理学——责任原理的实践》，第 5—6页。
e［德］汉斯·约纳斯：《技术、医学与伦理学——责任原理的实践》，译序第 4页。
f［瑞士］汉斯·昆：《世界伦理构想》，周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 16页。
g［英］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张成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 227—228页。
h［英］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第 220—223页。
i［德］汉斯·约纳斯：《技术、医学与伦理学——责任原理的实践》，第 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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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现代科技赋予人类前所未有的力量与伦理真空的出现

随着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的相互作用，人类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这使得自然和人类自

身都面临了巨大的威胁。在自然方面，现代技术已经逾越了自然及其承受的界限。与现代科技的成就

和功绩相比，它那威胁人类生活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它使大片土地荒芜，使森林毁灭。现代科

技对自然的威胁不仅会影响当代人，还会影响未来的人。因为，现代科技实质上着眼于大用途，它的

产品遍布全球，其累积的效果可能延伸至无数后代。而眼前紧迫的是，这些都是以往实践选择领域内

从没遇到过的问题，也没有一条过去的伦理学原则能够处理它们。过去的伦理学一般都蕴含着一个相

互关联的共同前提：由人的本性和物的本性所决定的人的处境是一劳永逸地被给定的；在此基础上的

人类善，也被就被自然而然地决定了。这样的伦理前提在古代确实是有效的，因为，在现代科技诞生

之前，人纵然足智多谋，但在自然力量面前他还是渺小的，人对自然的入侵，在本质上是肤表无力的，

还不能摧毁大自然固有的平衡。a然而，现代科技却赋予了人类巨大的力量，并改变了人类行为的性

质，此时，人类就不得不去建构一种新型的伦理。

除了对自然构成了巨大的威胁，现代科技也对人类自身构成了巨大威胁。人类曾以为科学技术仅

仅应用于非人类领域，但现在人自己也被添加到技术的对象之中，比如，延长寿命、行为控制和基因控

制等。更可怕的是，现代科技还侵蚀了人类的道德根基。一方面，受到现代科技的影响，道德判断越来

越依赖专业知识。在以往，确保行为道德性的知识不是科学家或专家知识，而是一种所有具有善良意

志的人都能看到的知识b。甚至在智力最为平庸者那儿也能轻易确定善与恶。然而，现代科技却改变了

这种情况。所以，约纳斯指出，技术意味着将生活打碎成一系列的问题，将自我打碎成一个产生问题的

多面体，每一个问题都要求单独的技术和专门的知识。道德自我是在技术品当中最明显、最突出的一

个c。另一方面，当现代科技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时，它还会阻碍人类的道德视线和情感，使其产

生道德的盲区和冷漠，比如，借助现代高科技武器，人类可以轻易地在遥远的地方完成大规模的杀戮，

而逃避面对面时所产生的道德冲突。正因为在过去人类不具有这样的科技，故而过去的伦理学主要面

向的是人际间的直接交往，行为者和“他者”都是共同在场的参与者。现代科技及其产品在生活中的渗

透却使得过去的伦理学再也容纳不下它们。这就赋予了伦理学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责任维度d。

二、 科技时代的重要伦理：责任伦理

面对现代科技对人类的伦理道德形成的挑战，我们亟需一种新型的伦理来应对。韦伯和约纳斯等

人把这种新型的伦理称之为“责任伦理”，其核心是以对行为后果的认知为导向来控制和影响人类整

体的行为。因为，“当人类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无可挽回的后果，意识到自己对于后代的责任时，他们就

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并且将资源保护、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副作用及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作为新

的生存价值体系的基石”e。

（一）  责任伦理：整体性的伦理

责任伦理是整体性的伦理，它的这种特性可以从承担责任的主体和所负责的对象两个方面来理

aH. Jonas，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In Search of an Ethics for the Technological Age，Chicago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pp. 1—3.

bH. Jonas，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In Search of an Ethics for the Technological Age，p. 5.
c［英］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第 231—232页。
dH. Jonas，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In Search of an Ethics for the Technological Age，p. 6.
e甘绍平：《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第 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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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其一，责任伦理要求责任的主体从个体转向人类整体，将道德责任承载者确立在整个人类身上，

而不仅仅是理性自律或意志自由的个体身上。现代社会是一个由复杂的设计与创新、生产与服务、交

换与消费等领域与过程构成的巨大系统，在其中个人的行为空间越来越窄。在这种境况下，依靠个

人，依靠个体伦理学是不可能寻求一种能够制约现代科技的新力量的，因此，“我”将被“我们”。不

过，约纳斯指出，虽然责任的承载者应确立在整个人类身上，但是只有民族国家这种政治实体才能承

担起对人类未来负责的重大责任，因为，“利维坦”才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责任承担者a。其实，献身

于一个更大的、广博的东西，并为此做出牺牲，对人类来说并不陌生，比如爱国主义。但是，爱国主义

往往是依靠外在“敌人”的存在，才使其变得强烈和清晰，这对于爱“全人类”却是困难的，因为，人

类是抽象的，而威胁人类的敌人又是内在的，人类特有的习惯和喜好就是我的习惯和喜好。因此，唤

醒、呵护，甚至建立一种对“人类”的感觉就是一项对明天世界极端重要的、具有教育意义和理智的

任务b。

其二，责任伦理要求所负责的对象从人类扩展到非人类。借助现代科技，人类的力量无限张扬，

地球上的其他生命都极易遭到破坏而无力反抗。如果说曾经是先验赋予人类承担起其他物种和地球

的责任，那么它在科技时代就变成了经验。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再坚持过去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的限

制，现在我们不仅要考虑人类的利益，而且要把我们的责任伸展得更远，即非人类的自然状况、生物

圈整体及其现在受我们支配的组成部分，呼吁人们不要伤害大自然的完整性c。我们要反对视自然为

征服对象的观念，倡导自然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尊严的观念。深层地看，人类之所以会把自然视为征服

对象，是因为近代以来“逻各斯”思维成为人类主导的思维方式，它是一种遵从理性、征服的思维方

式。约纳斯认为，虽然这种思维对人类历史起过独特的贡献，但发展导致了机械论和达尔文主义的社

会观，它使我们相信人类有按照其意愿操纵环境的自由权利。而整体思维则认为，“宇宙是一个浑然

的整体。生物圈在宇宙的子宫内诞生，而心灵和意识又在生物圈内诞生。没有东西独立于任何其他

东西。我们的身体是生物圈的一部分，它同这颗行星上的生命网络息息相关。我们的心灵是身体的

一部分，他又同生物圈内的其他心灵相通”d。所以，拉兹洛呼吁道，为了改变世界，我们必须改变每个

人自己，为此，我们需要一场意识革命：树立行星意识，培养行星级的责任心。这种行星意识是：“知

道并感觉人类的性命攸关的相互依赖关系在本质上的整体性，以及有意识地采用此产生的伦理和特

有的精神”e。

（二）  责任伦理：远距离的伦理

责任伦理是一种关注未来的伦理，故它也称之为“远距离的伦理”。都具有“在场”的特征，不论

从时间还是从空间的角度来看都算是“近距离的伦理学”（或“近爱伦理”），它们所涉及的均是当代

人之间的关系，更确切地讲，是同一种族、同一文化圈内的当代人之间的关系。而责任伦理是一种未

来导向的伦理，一种“远距离的伦理”，其核心是：人们采取行动是为了一个当下的行动者、牺牲者和

同时代人都无法享受的未来。现在的义务来自遥远的未来目的，而不是同时代人的幸福或痛苦f。因

此，责任伦理表现出一种对未来的恐惧、担忧的特征。这种从长远、未来和全球化的视野探究我们的

日常的、世俗-实践性的决断是一个伦理的创举，它是现代科技让我们承担的重任。故而，约纳斯将

a甘绍平：《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第 117—118页。
b［德］汉斯·约纳斯：《技术、医学与伦理学——责任原理的实践》，第 49—50页。
cH. Jonas，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In Search of an Ethics for the Technological Age，p. 8.
d方秋明：《欧文·拉兹洛的责任伦理学实践》，《兰州学刊》2003年第 5期。
e方秋明：《欧文·拉兹洛的责任伦理学实践》。
fH. Jonas，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In Search of an Ethics for the Technological Age，p. 17.



088

责任原理的绝对命令表述如下：“你的行为必须是行为后果要考虑到承担起地球上真正的人的生命持

续的义务。”其否定形式的表达是：“你的行为必须是行为后果不能破坏地球上人的生命的未来的可

能性。”a

约纳斯以父母对子女责任的生动原型向我们论证了人们应该对未来人负责的问题。他认为，“责

任是一种非交互的关系，即非对等的关系；责任并非奠定在对等、相互的关系之上，所谓担负责任是

指：为某人或某事负责而不要求有所回报”b。父母对子女的责任就是一种非对等性的责任，因为父母

养育子女，并不求回报，子女在成年之前也不需向父母负责。父母之所以对他们的子女具有不可推卸

的责任是因为，在不可逆的关系中，要求庇护的是弱者，而承担庇护责任的是有行动能力的强者。相

对于当代人而言，自然和未来的生命也是弱者，尤其在现代科技赋予其强大的力量面前，作为弱者的

自然和未来的生命更需要我们当代人承担起自己的责任c。

（三）  责任伦理：自我限制的伦理

责任伦理还十分强调自我限制的重要性。因为，人类从前现代时期继承下来的道德仅仅是亲近

（行为）道德，在当下这个现代科技渗透于生活方方面面的社会中，这种道德是如此令人痛苦地不恰

当。如果没有任何帮助，个体的道德想象力就很难预知其行为可能的后果。当然，传统的伦理也不要

求人类的道德想象力延伸得那么远，一旦对极亲近的人负起了责任并履行了责任，我们的道德良知就

可以满意地休息了。比如，道德责任促使我们去关心小孩的吃饭、穿衣，然而，当面对一个枯竭的、变

干的、发展过快的星球令人麻木的景象时，道德就不能给我们提供更具有实践意义的建议。因此，我

们不能再依赖于道德能力，而不得不解决责任问题d。它迫使我们阐发一种伦理，一种责任意识：它要

人类通过对自己力量的“自愿驾驭，而阻止人类成为祸害”；它甚至要求人们对道德观念从某种意义上

重新加以定义：道德行为的根本任务并不在于“实践一种最高的善，而在于阻止一种最大的恶；并不在

于实现人类的幸福、完美与正义，而在于保护、拯救面临着威胁的受害人”。

之所以需要这种自我限制是因为：其一，现代科技并非只有当它恶意地滥用时，才有危险，即便当

它被善意地用于其本来的和最合法的目的时，它仍有其危险的、能够长期起决定作用的一面。其二，

对于那些真正重大的不可逆事件，触及到全人类行动的根基，我们确实绝不允许任何失误。我们必须

承认在重大永恒的事件中凶兆比希望的份量重，并要避免末日前景。其三，技术在任何时间进行纠正

将越来越困难，并且纠正的自由也将越来越受限制。这增强了早期警戒的责任。其四，在这场风险游

戏的赌注中，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不再是权衡有限的得失机会，而是把无限损失的风险与有限获得的机

会进行比照e。因此，我们需要反对一切形式的狂热的目标行为，反对为了实现所谓的大同世界而将人

类置于危难之中，从而指出节制、审慎的行动应成为责任伦理的核心。不论寻求中的道德将会是其他

什么样子，首要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必须是一种自我限制的伦理。

三、 忧惧启示法：责任伦理的教育建构

责任伦理是应对现代科技伦理困境而提出的伦理，这种伦理怎样才能通过教育来实现呢？约纳斯

曾提出了一种称之为“忧惧启示法”的尝试。

a张旭：《技术时代的责任伦理学：论汉斯·约纳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 2期。
b甘绍平：《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第 116页。
c张旭：《技术时代的责任伦理学：论汉斯·约纳斯》。
d［英］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第 255—256页。
eH. Jonas，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In Search of an Ethics for the Technological Age，pp. 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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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忧惧启示法的教育意义

忧惧启示法的基本思路是，在遥远的、偶然性的责任的教育中，我们需要关于人的形象的各种具

体的凶兆，通过对它们的畏惧来使我们确保人的真正形象。这由先于知识而起作用的情感突变使我们

意识到危险，并教我们理解这种价值。忧惧启示法对于责任伦理的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

当人类对自身无所限制的行为后果产生巨大恐惧之时，人类才可能自我限制，承担起对自身和自然的

当下和未来的责任。人类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对我们而言，认识恶绝对比认识善容易，因为恶更加

直截了当，更有紧迫性，人们对它的看法也少有差异，最重要的是，无需我们去寻找，它自己就会跳出

来。而善却总是默默地存在着，并不为人知，除非我们对其有所省视a。因此，约纳斯认为，未来的伦

理学应当被对恐惧的探索所引导，探索恐惧在其顺序上隶属于不确定性原则：“对厄运的预测被给予

了比对幸福的预测更多的注意”。对于危险和不断积累的危险的探索来说，“首先迫切需要的是维持和

预防的伦理学而不是进步和完善的伦理学”b。伊格纳蒂夫说道，“在20世纪，人类的共性与其说是对

生活的希望，不如说是对未来的恐惧；与其说是对自身能够行善的信心，不如说是对自身能够作恶的

害怕”c。从这个意义上说，责任伦理的实现要求教育应先于我们的希望考虑我们的恐惧，以了解我们

真正渴望什么。当然，尽管忧惧启示法不是教育最终的出路，但是它至少是极为有用的最初路径。

其实，忧惧启示法并不是一个全新的事物，霍布斯早在300多年前就已经做出了思考，他把自己

的伦理学建立在对“自然状态”恐惧的基础之上。霍布斯认为，“伟大的和持久的社会原型并不由人与

人之间的相互亲善构成，而是由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恐惧构成”d，因此，公民社会的关键在于，必须正确

地引导人们的恐惧情绪，教会人们对一些特定的事情感到恐惧e。当然，霍布斯提出他的理论有其时代

的背景，但是，时代的局限并不妨碍其理论给我们的启示：人类对于恐惧的感知或想象也可以成为道

德实实在在的基础。里克尔更是说道，“人类有机整合的部分，即公共的部分，也许本身就不可能超越

对惩罚的害怕，而且人类正是利用害怕这一必要不可少的手段，才朝着一种不同的有点超越伦理的秩

序前进，在那里，害怕才有可能完全与爱相融合”f。

（二）  忧惧启示法的目的和任务

在教育中使用忧惧启示法的目的在于培养人们的整体、未来意识和节制精神。既然我们都是现代

科技的共同当事人，都靠着现代科技及其滥用的成果生活，那么，我们每个人就应为改变危险现状做

点事情。虽然变好还是变坏这些重大的、看得见的决定将在政治层面上做出，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自

身开始，悄悄地为此准备基础g。因此，对于责任伦理的实现而言，我们必须进行一种意识教育，其目

的在于培养我们心中的整体、未来意识和节制精神。

如何才能够实现这样目的呢？忧惧启示法给教育提出的第一任务就是，引导人们想象技术行动

的长远后果。因为，技术行动的长远后果在其行动之前或之初，并未出现，甚至在过去和现在的经历

中也没有类似物，所以，想象的恶就不得不取代经验的恶的角色h。由于这种想象并不会自动发生，故

而教育还应有目的的引导。教育需要借助已经存在的恶，通过理性和想象的努力，以便能在人们的心

中“灌输”我们所需要的能够指导我们的恐惧。具体而言，教育可以最大限度地通报科技研究及其应

aH. Jonas，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In Search of an Ethics for the Technological Age，pp. 26—27.
b［英］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第 259—260页。
c［挪威］拉斯·史文德森：《恐惧的哲学》，范晶晶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 122页。
d［英］科瑞·罗宾：《我们心底的“怕”：一种政治观念史》，叶安宁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 40页。
e［挪威］拉斯·史文德森：《恐惧的哲学》，第 120页。
f［法］保罗·里克尔：《恶的象征》，公车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 40—41页。
g［德］汉斯·约纳斯：《技术、医学与伦理学——责任原理的实践》，第 52页。
hH. Jonas，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In Search of an Ethics for the Technological Age，p.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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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后果，建构一种危机景象。这里的“最大限度”包含着“科学推论与生动想象的结合，因为只有在

抽象的量和具体的质，达到饱和状态时，客观的知识才能赢得力量，去限制我们如此强烈地受眼前利

益驱动的行为”a。而所谓“危机景象”指的是对某种或某些行为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的预测和展示。

其实，通过危机景象激起人们的恐惧心理以达到改变人们行为的目的，被广泛地运用于各种人类活动

中。心理学的研究指出，若对自己具有某种特定的有害健康的行为，或缺乏某种特定的有益健康的生

活习惯感到恐惧，人们则会改变有害健康的行为，养成有益的生活习惯。当然，同一般积极恐惧一样，

利用危机景象激发的恐惧只有在一定的范围内才能有效。因此，在教育中，我们可以将现代科技的长

远影响可视化。

忧惧启示法给教育提出的第二任务是，激发一种适合于这种想象的图景的恐惧情感。过去，恐惧

在教育中的威望不高，因为它是胆怯者的一个缺点，现在它必须受到尊敬，对它的崇拜甚至要成为伦

理的义务。换言之，“小心谨慎成了更高一级的德行，而勇敢的价值退居其后了”b。因为，今天，为了阻

止现代科技的失控发展对当下和未来的自然以及人类自身的伤害，小心谨慎在我们的习惯中就非常必

要了。霍布斯曾提出，对大恶的恐惧，即对暴死的恐惧，取代对至善的热爱，并把它作为道德的起点。

这是一种很好理解或想象的恶，它曾经有过的，或潜在的存在过，因此，它的巨大威胁，能激起我们天

生的自保本能的最强烈反应——极度恐惧。然而，想象中未来人的命运，更别说这个星球的命运，既

不会影响我们，也不会影响任何别的可以通过爱或共存的纽带与我有联系的人，因而也就不会影响我

们的情感。因此，教育需要让我们拥有这样一种情感的准备：面临仅仅是关于人类命运的遥远预测的

恐惧刺激时，发展出一种开放的态度——一种新的教育感情c。换言之，教育“应培养一种由审思的态

度产生的恐惧，即通过对危机愿景象的审思，使人们的灵魂受到未来生活的幸福或不幸的影响”d。

（三）  忧惧启示法的教育限度

恐惧毕竟是一种消极的情绪，在教育这个特殊的场域中，如果使用不当，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因此，教育中使用忧惧启示法是有限度的。第一个限度是恐惧的限度，即教育中所引发的恐惧要适

度。一方面要避免恐惧过度。每个人都会产生恐惧，这是日常生活中的正常反应，只有恐惧发展到极

端时才会带来麻烦。恐惧过度的一种重要表现就是恐惧变成一种弥散的心态，即“恐惧的心态”，它是

一种对任何东西都极易感到恐惧的内在状态e。当恐惧成为“恐惧的心态”时，一个人就会不断地夸大

生活中的危险，自我制造恐惧，最终回避一切挑战，从而表现出怯懦。另一方面要避免恐惧不及。恐

惧不及的一种重要表现就是对其一切危险都麻木漠然，不感恐惧。其实，如果一个人对任何事物都不

惧怕，他就会显得不正常和迟钝。洛克曾说道，“假如我们见了灾难不知道害怕，对于危险不能做出正

确的估计，却漫不经心，不管它是什么危险，不管有什么用处或结果，甘冒危险，这不是一个理性动物

的果断的表现，只是一种兽性的狂暴而已”f。无论是恐惧的过度还是恐惧的不及，对于培养整体、未来

意识和节制精神都是不利的。恐惧过度，人就会退缩到自我狭小的领域中，让他承担起对人类和自然

的未来责任是不可能的。同样，恐惧不及，人就会麻木不仁，以致目中无“人”，让他承担责任更是天方

夜谭。

教育中使用忧惧启发法的第二个限度是年龄的限度，即不能让年幼的儿童感到恐惧。因为，儿童

a［德］汉斯·约纳斯：《技术、医学与伦理学——责任原理的实践》，第 43页。
b［德］汉斯·约纳斯：《技术、医学与伦理学——责任原理的实践》，第 44页。
cH. Jonas，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In Search of an Ethics for the Technological Age，p. 28.
d周全：《学校恐惧论》，第 99页。
e［意］玛利亚·蒙台梭利：《童年的秘密》，马荣根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 172页。
f［英］约翰·洛克：《教育漫话》，傅任敢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 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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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保护的气氛中迈出其人生的第一步是至关重要的，这有助于培养他们将来与危险作斗争的能力。

如果幼儿在早期不能获得安全感，那么他今后也很难形成安全感，但是，如果一直让儿童处于过度的

保护之中，不让其了解人生是充满了不安全，他也不能形成新的安全感。在博尔诺夫看来，在儿童早

期，尤其幼儿阶段让他们产生恐惧是不恰当的，只有在他们具有安全的初始状态的基础上，才是恰当

的。洛克在谈到儿童的“懦弱”问题时，也认为让儿童接触畏惧的事物应该分阶段：第一步，在当儿童

年幼的时候，极力使他们避免一切惊吓。第二步就要逐渐使儿童习惯于他们所畏惧的事物。心理学研

究也表明，恐惧的天然诱因在儿童早期的出现，这时儿童应受到成人的刻意保护，使他们有更多的欢

乐和成功的机会，培养他们勇于进取和富于自信a。因此，虽然忧惧启示法对于责任伦理的实现具有重

要的意义，但是其在教育中使用必须考虑合适的年龄，以免儿童丧失了内心的安全感，从而丧失未来

承担责任的可能。

在教育中使用忧惧启示法的第三个限度是其自身的限度，即在教育中不排斥其他方法的使用，比

如，角色扮演和叙事教育等。共情的能力是指能够进入到他人主观世界了解他人情绪和感受的能力，

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科技实践过程、科技产品及副产品都会或多或少地作用于相关者，而现代科技

活动的复杂性又决定了其会给不同个体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这就需要人们设身处地站在每个相关

个体的角度看待科技活动”b，从而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因此，在教育中也常常需要使用角色扮演等方

法，来培养学生共情的能力。责任伦理的实现不仅得益于其先天道德意志的禀赋，而且依赖于日常生

活经验所给予的反思素材，这些素材既来自于人类自身实践的直接经验，又来自于从他人口中获悉的

间接经验，而很多间接经验的获得都是依靠叙事教育加以实现的。叙事教育是指叙事主体运用讲述自

身以及身边真实故事的方式，对受众进行教育和引导，反思事件中所蕴含的伦理问题和价值观念，它

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仅有助于人们对科技实践形成情境化的理解，而且使个人经验带上了公共

价值，对科技事故的叙述与反思为规避科技风险起到推动作用”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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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s in A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Its Education
ZHANG Le

Abstract：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nfronts the past ethics with 
challenges，so people are in an urgent need of a new type of ethics. To meet this need，scholars put forward the 
ethics of responsibility，which is a kind of integrated，long-distance and self-regulating ethics. The heuristics 
of fear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thods to realize this type of ethics. The purpose of this method in education is 
to cultivate people’s consciousness of wholeness and future as well as the sense of moderation. To realize this 
purpose，the heuristics of fear has proposed two closely linked education tasks，which are respectively guiding 
people to imagine technical action of the long-distance consequences and inspiring a kind of fear emotion 
suitable for this imagined picture. However，to realize this education value of fear，we must recognize the 
condition of fear in education. Firstly，the fear triggered in education should be moderate. Secondly，we cannot 
let young children feel fear. Thirdly，we do not exclude other methods from education.
Key words：ethics of responsibility；heuristics of fear；a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education attem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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